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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空间溢出视角

常哲仁 1，郑 梦 2

（1.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财贸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04；2. 北京联合大学 管理学院，北京  100101）

摘 要：本文基于2006—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时空双重固定空间杜宾模型系统地考察了产业

协同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协同集聚和绿色创新效率均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产业协

同集聚不仅显著地提升了本地区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还对邻近地区产生空间溢出效应。但空间溢出效应具有地理

衰减特征，在 312.2千米以内为空间溢出区域，687.2千米为空间溢出的地理阈值。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

的空间影响存在时间异质性、区域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在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前，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创新效

率无影响；在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后，产业协同集聚不仅提升了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而且也产生了空间溢出效

应；东部地区存在虹吸效应，中部地区存在涓滴效应，西部地区既不存在虹吸效应也不存在涓滴效应；不同类型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均能辐射邻近地区，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并不能直接影响本地

区绿色创新效率，但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可以显著提升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本文为进一步优化

中国产业区域布局、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供了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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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绿色低碳和经济社会共赢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一直稳步推进

经济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以来，绿色创新备受关注，已成为时代关切的热点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1］绿色创新不仅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

也是重点产业和重点领域能否顺利实现绿色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为响应“双碳”目标，各地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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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探索提升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有效途径，面对环境规制压力和资源稀缺性约束，如何培育绿色

创新成果成为制造业企业面临的现实问题。从经济现实来看，大多数地区制造业绿色创新水平较

低，传统生产要素投入占比较高，绿色创新缺乏持续动力。相较于传统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作

为制造业发展的中间投入行业，具有知识密集型、低污染和低能耗等特点，呈现更强的集聚效应

和技术密集特征。加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程度能够深化劳动分工、延伸产业价值

链，成为提升绿色创新效率的强劲引擎。在推动产业协同集聚进程中禁锢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的藩

篱被不断打破，不同区域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以城市群为载体，实现绿色创新资源共享和技

术优势互补。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产生的外部性也不再仅局限于某一个地区，而是深刻

地改变了绿色创新的空间面貌，并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对区域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绿色发展之

路产生深远影响。

作为当今较为前沿的课题，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相关研究并不丰富，学术界

对两者的因果关系目前尚未达成共识。如刘军等［2］以 2009—2016 年省级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

象，发现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且存在“东高西低”的区域异质性特点。

陈晓华等 ［3］发现，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会因为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而呈U型特

征。宋晓玲和李金叶［4］认为，产业协同集聚对当地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呈倒U型特征。

随着空间经济学的发展，也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问题。

任阳军等［5］运用空间模型对 2005—2016年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结果表明，产业协

同集聚对工业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原毅军和高康［6］基于“本地—邻近”

视角对 2007—2016年中国 31个省份分析发现，产业协同集聚对区域创新效率的溢出效应在 1 000
千米以内较高，而1 000千米以外出现衰减现象。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学术贡献可能在于：首先，在集聚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笔者将产

业协同集聚、绿色创新效率与空间溢出纳入同一分析框架进行讨论，试图从理论层面厘清产业协

同集聚空间溢出效应机制，以弥补传统研究方法因未考虑空间因素而低估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创

新效率的真实影响。其次，在实证研究方法上，本文充分考虑空间相关特征，并采用空间杜宾模

型对产业协同集聚提升绿色创新效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了相对具体的经验识别。再次，

在理论层面提出了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地理衰减假设，并借助空间

计量模型，以 25千米为递增单位，探讨了空间溢出效应的区域衰减边界。最后，综合考虑中国

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分时段、分地区、分行业深入考察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

异质性影响，进而为各地区差别化地制定绿色创新支持政策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

产业协同集聚不仅能提升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还能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提升邻近地区绿色创

新水平、熨平区域间的绿色创新效率鸿沟。根据已有研究，笔者认为，产业协同集聚对本地区绿

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和对邻近地区空间溢出效应理论来源和实现依据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从城市群分工渠道来看，城市群内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存在良好的分工，但随着产业

协同集聚动态演进的不断深入，形成“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向外围城市转移”的

“中心—外围”分工结构，呈现“中心城市主要负责绿色技术研发和绿色创新流程管理，外围城

市主要负责制造、加工、包装和销售”的分工格局［7］。在这样的分工格局下，位于中心城市的

生产性服务业整合绿色创新要素，通过收购和入股外围从事绿色研发的企业，或直接在制造业企

业附近开设分支机构，向外围制造业提供绿色创新服务，实现绿色创新要素由中心城市向外围城

市扩散，进而发挥产业协同集聚对外围绿色创新活动的辐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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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产业协同集聚加速绿色创新要素流动，促进绿色创新链向“高、精、尖”环节延伸。

得益于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具有产销同步、产品无形和供销及时的生产性服务业可以乘数

字化“东风”实现远距离传输，这加快了区域间绿色创新要素流动速度，推动了绿色创新链向

“高、精、尖”阶段升级［8］。随着本地区产业协同集聚程度的加深，知识密集型企业和创新型企

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绿色创新要素价格也随之上升，为节约研发成本，本地区绿色研发部门迁移

至绿色创新要素价格相对便宜的邻近地区。随着产业转移，人口、资本、知识和技术等创新要素

实现了跨区域流动，绿色创新先发优势地区为相对落后地区带来绿色先进技术和创新流程管理经

验，同时能够填补后发地区绿色创新资金缺口，提升了邻近地区的绿色创新能力［9］。此外，一

方面，产业协同集聚增加了区域间绿色研发相关行业的合作频次，畅通了交流渠道，实现了知识

溢出和扩散；另一方面，其增强了产业间绿色产品和服务的贸易和流动，且产品和服务包含的技

术信息进一步强化了行业间知识要素溢出，提升了邻近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

第三，产业协同集聚扩大了邻近地区市场规模，引发了区域间的示范效应和追赶效应。一方

面，产业协同集聚强化了跨地区的外部影响。根据新地理经济学“本土市场假说”（Home Market 
Hypothesis，HMH），若本地区协同集聚的两个产业部门在已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基础上，想进一

步获得超额利润，相对有效的途径是到集聚区外部探求销售空间。此时，邻近地区将会承载本地

区绿色创新产品和服务的倾销，使相关产品的市场规模随着产业协同集聚程度的加深而扩大；本

地区的低碳工艺和绿色生产技术将扩散至邻近地区，本地区为邻近地区提供绿色创新的示范效

应。另一方面，邻近地区产业为实现绿色技术突破和绿色先进制造模式转型，在追赶效应驱使

下，模仿新迁入的绿色创新企业，在模仿—学习机制作用下，充分发挥学习效应，实现邻近地区

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从而产生追赶效应。

第四，产业协同集聚推动跨地区互动融合，充分发挥区域绿色创新网络关联效应。产业协同

集聚深化使本地区制造业规模不断扩大，吸引邻近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涌入；而本地区制造业在环

境规制和成本压力下也可能向邻近地区转移，使中间品成为联系两地区绿色产品、服务供求双方

的重要纽带，让处于产业价值链和绿色创新链不同区间的地区形成上下游产业相互依赖、创新链

前后向紧密关联的绿色创新网络格局。绿色创新网络的关联效应可以优化创新要素在地区间的配

置效率。一方面，绿色创新网络的关联效应促进不同区域间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技术合作，引

发绿色创新链技术重组。处于区域绿色创新网络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除了自身积累的创新

资源外，还可以通过区域间相互示范、模仿，让知识和技术在绿色创新网络中有效传播。另一方

面，处于紧密分工网络或一体化经济体的区域，可以通过上下游关联渠道对新技术、新产品进行

推广，提高整个绿色创新链的市场化效率。产业协同集聚带动本地区与邻近地区产业融合、互

动，加强区域间创新网络节点关联程度，贯通价值链、创新链，加速绿色技术孵化和市场化进

程，激励绿色研发部门加快创新步伐，实现经济区域整体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推动全域经济绿

色化转型。基于上述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1：产业协同集聚对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产生促进作用，并对邻近地区产生空间溢出效应。

（二）空间溢出的边界效应

在现实经济中，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产业协同集聚带来的要素流动和合理配置会逐渐减

弱，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会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边界，其理论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从产业性质来看，相较于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具有产出无形性、产品不可储存性和

产销同时性等特征。虽得益于信息技术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绿色创新活动实现跨区域远

距离传输、提供信息服务，并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对区域绿色创新产生促进作用，但生产性服务业

对绿色创新活动的信息服务多以“非标准化”信息（Non‐Standardized Information）与“默会”信

息为主［10］，故面对面（Face to Face）的信息沟通效率最高，可以有效解决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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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服务效率低下等问题。因此，从生产性服务业的行业特性来看，以面对面交流为代表的信

息沟通方式对提升区域制造业绿色创新效率产生重要影响。但随着信息空间传播出现的效率衰减

和信息失真会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对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一定的地理边界。

第二，从绿色创新活动特点来看，知识交换和累积是实现绿色创新突破的基础。知识分为显

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和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其中，显性知识以书面形式为主，

如论文和书籍等，可以实现在较远范围内传播；而隐性知识则以面对面交流为主，如讲座和访谈

等。绿色创新活动前沿知识的空间溢出以隐性知识的人与人密切沟通为主，当超越一定区域边界

时，传递效率陡降、交易成本激增。虽然交通条件改善和信息传输手段发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

破知识流动的空间桎梏，但在绿色创新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隐性知识具有空间传递衰减特征，

因而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存在空间溢出边界。

第三，从城市群分工渠道来看，城市群内部已形成了良好的分工体系，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

中于中心城市，制造业则迁移至外围城市。为满足经营需要，位于中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需要

在外围开设分支机构，向外围制造业企业提供绿色创新服务和绿色创新信息。所谓“绿色创新服

务”，是指通过绿色创新从业人员流动和绿色研发设备流动，实现绿色创新链延伸而对外围城市

制造业提供扩散性服务；“绿色创新信息”是指将最新的绿色创新信息从创新中心向“信息腹

地”传播 ［11］。绿色创新服务涉及差旅和运输费用，故绿色创新信息并不是无成本的，且这两类

成本均与两产业部门地理距离负相关，所以中心城市绿色创新的知识辐射效应呈现随地理距离增

加而衰减的特征。

第四，从环境因素来看，营商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还有待完善。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

绿色转型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无形性、功效同时性和不可储存等特点。制造业既无法在交易前

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产品进行质检，也很难在交易达成后实现科学评价，采取维权等行为，所

以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产品大多数属于“信任品”范畴［12］；且生产性服务业提供的信息和技术

服务也存在成果效能难以界定和知识产权保护困难等情况。为了推动绿色创新进程，生产性服务

业与制造业合作多以契约形式实现，因而生产性服务业也被称为“契约密集型”产业。产业间契

约安排以合作成员共同利益为根基，通过契约安排实现成员行为约束和利益分配，但是契约安排

复杂且存在非真实性特点，导致合作成员内部因远景战略、管理者个人偏好和利益分配差异而存

在管理混乱和互相掣肘现象［12］。在相同的经贸条件下，生产性服务业更倾向于与本地区绿色研

发部门或有过合作经验的制造业企业开展合作，即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服务业供需双方均存在

“本地偏好”，所以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具有区间范围。

第五，从区域管制来看，地方保护主义对产业协同集聚的空间溢出产生了区域边界限制。虽

然中国市场化改革取得了丰硕成果，但行政区管制长期遗留下来的诸如行政区经济与市场分割等

问题仍然存在。出于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使得地方保护主义长期盛行。一方面，本地区

政府可以通过设置市场准入门槛和经济跨区域流动壁垒获得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

和制造业的税收均属于地税范畴，具有本土属性，为获得税收收入，本地区政府会通过行政手段

限制制造业区位转移、干预生产性服务业服务范围。近些年随着财政分权制度改革的推进，地方

政府有更强烈的动机去追求区域边界内利益最大化，人为限制技术、知识和信息在区域间自由流

动，对制造业正常的区位转移施加门槛。这便导致技术供需双方缺乏有效沟通，无法实现区位一

体化背景下产业空间布局重构与优化，不利于绿色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也为进一步提升区域间

绿色创新效率蒙上一层阴影。所以在区域壁垒作用下，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

效应存在地理衰减特征。基于上述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2：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存在一定的区域边界，空间溢出效应会随着

地理距离的增加而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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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均为地级市统计口径数据。考虑到 2006年以前部分中西部城市数据大量缺失，

且 2020年起《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不再公布细分行业从业人数，故本文选取 2006—2019年中国

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共计 3 990个样本观测值。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部分城市的《地级市统计年鉴》和政府工作报告，以及Wind
数据库、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和国泰安数据库（CMRAS）。对于数据存在的个别缺

失值以插值法补齐。为减少异常值影响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均采用 1%的缩

尾处理，并对所有货币量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平减。

（二）变量定义

⒈被解释变量：绿色创新效率（GIE）
本文借鉴王巧等［13］的测算方法，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 SBM‐DEA 模型测算各地级

市绿色创新效率。具体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⒉解释变量：产业协同集聚（Coagglo）
本文参考陈建军等［14］的测度方法，以修正后的 θ指数来反映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

聚程度，具体公式设定为：

Coaggloit = ( )1 - ||Maggloit - PsaggloitMaggloit + Psaggloit
+ ( )ϑ1Maggloit + ϑ2Psaggloit （1）

其中，Coaggloit 为产业协同集聚指数，Maggloit 和 Psaggloit 分别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区位

熵 。 ① ( )1 - ||Maggloit - Psaggloit
Maggloit + Psaggloit

为 生 产 性 服 务 业 与 制 造 业 协 同 集 聚 下 的 协 同 质 量 ，

( )ϑ1Maggloit + ϑ2Psaggloit 为产业协同集聚下的协同高度。ϑ1 和 ϑ2 为加权系数，分别用当地第二

产业增加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测度，其作用是体现细分行业异质性，矫正低

附加值产业产生的协同“虚高”现象。i和 t分别为地区和年份。

⒊控制变量

本文在模型中控制城市特征变量，具体包括：（1）经济发展水平（Inp），用当年市辖区生产

总值的自然对数衡量。（2）对外开放水平（Open），用当年各城市外商直接投资（FDI）与本地

区生产总值之比衡量。（3）产业结构合理化（Isr），本文参考袁航和朱承亮［16］的做法，构造泰

① 区位熵的具体表达式为：Aggloit = (eij /∑ieij )/(∑jeij /∑i∑j eij )。其中，eij 为产业 j在城市 i的就业人数。本文借鉴韩峰和阳

立高［15］的划分标准，将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租赁业和商务服务
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界定为生产性服务业。

表1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DEA模型构建绿色创新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

投入产出结构

投入变量

产出变量

非期望产出

一级指标

资金投入

劳动力投入

资源投入

经济产出

技术产出

生态产出

环境污染

二级指标

政府科学事业费支出和环境治理费用

科技活动、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业的从业人数

全市供电总量、供水总量和液化石油气供气总量

本年度地区生产总值

绿色专利授权数

城市绿地覆盖率

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固体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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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指数测算各地级市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其公式为：Isr = ∑i = 1
3 YimtY ln ( )YimtLimt

/ Y
L 。其中，Y为总

产出，Yimt为 i地区m产业在 t年的产出增加值，L为总就业人数，Limt为 i地区m产业在 t年的就业

人数。Isr反映的是各地级市三大产业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的程度。Isr值越大，意味着产业

结构偏离就业均衡状态的程度越高，Isr的取值区间为［0，1］，若 Isr为 1，意味着产业结构完全

偏离；若 Isr为 0，则意味着产业结构处于完全均衡状态。（4）产业结构高级化（Ais），用第三产

业与第二产业之比衡量。（5）金融支持力度（Finance），用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与本地区生产总

值之比衡量。（6）数字化发展水平（Dige），本文参考赵涛等［17］的方法，采用每万人互联网用户

数、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人均电信业务总量和长途光缆线路长度，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将

上述指标标准化后降维处理来衡量。（7）交通基础设施（Facility），用城市人均道路面积衡量。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所示。由表 2可知，GIE和Coagglo的均值、最大值和最小值变化幅

度较大，这说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差异较大和区域产业协同集聚发展不平衡。

  （三）模型设定

        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并非是某一地区独有的经济现象，而是在不同地区

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溢出效应，其最直观的特征是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除受本地区

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外，还会受到邻近地区的影响。传统的面板模型假定样本不存在空间误差和

空间依赖性，从而导致可能会存在估计偏差。为了反映变量之间存在的地理空间关系，空间计量

模型在面板模型基础上引入了空间权重矩阵和空间滞后项。常用的空间计量模型包括空间滞后模

型（Spatial Lag Model，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前者主要用来解决

空间依赖性问题，后者则考虑了空间误差问题。为同时考虑空间依赖性和空间误差项，本文参考

LeSage和Pace［18］的做法，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bin Model，SDM）分析产业协同集聚可

能存在的空间效应。SDM 模型可被视为加入空间误差项的 SLM 模型。本文的模型设定如下：

  GIEij = δ∑
j ≠ i

N ωij GIEij + β1Coaggloit + β2Controlsit + ϑ1∑
j ≠ i

N ωij Coaggloit + ϑ2∑
j ≠ i

N ωij Controlsit+μi + λt + εit （2）
其中，GIEij 为绿色创新效率，Coaggloit 为产业协同集聚，ωij 为空间权重矩阵，δ为空间滞后

自回归系数，Controlsit 为控制变量，β1和β2 分别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回归系数，ϑ1 和 ϑ2 分别

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空间滞后项参数，μi和λt分别为个体和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四）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测度

当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时，产业协同集聚不仅会引起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变化，而且对邻近地

区绿色创新效率也会产生影响，并通过循环调整引起一系列变化。SDM模型的实证结果并不能

完全反映产业协同集聚与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关系，LeSage 和 Pace ［18］认为，式（2）中 δ ≠ 0，
因而绿色创新效率空间滞后项（∑j ≠ i

N ωij GIEij）、产业协同集聚本地区直接效应（Coaggloit）和产

业协同集聚邻近地区间接效应 （∑j ≠ i
N ωij Coaggloit） 的回归系数 δ、β1 和 ϑ1 的解释与最小二乘法

（OLS）的解释并不一致，本文采用偏微分方法将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分解为直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N＝3 990）

变 量

GIE
Coagglo

Inp
Open

Isr

均 值

0. 2398
0. 6833

16. 2732
0. 1896
0. 2696

标准差

0. 1932
0. 2157
0. 9968
0. 3064
0. 1997

最小值

0. 0060
0. 0894

14. 0804
0. 0017
0. 0034

最大值

1. 3178
0. 9940

18. 9339
1. 7845
0. 8728

变 量

Ais
Finance

Dige
Facility

均 值

6. 4439
2. 2131
0. 0857

14. 8359

标准差

0. 3488
1. 0548
0. 0735
7. 0544

最小值

5. 7031
0. 8553
0. 0169
0. 4619

最大值

7. 3249
6. 3922
0. 4788

60. 4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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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检验并解释可能存在的空间溢出效应。将SDM模型改写为：

  GIEij = (1 - ρW) -1(Xitβ + WXitθ) +R （3）
其中，ρ为空间滞后系数，W为空间权重矩阵，ρW为空间滞后效应，R 为空间误差项的剩余

项，进一步推导解释变量Xit对被解释变量GIEij的期望值偏导矩阵，并化简可得：

  é
ë
êêêê

∂E ( )GIE
∂xik

⋯ ∂E ( )GIE
∂xnk

ù

û
úúúú = (1 - ρW) -1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ú

ú

ú

úβk ω12θk ⋯ ω1nθk
ω21θk βk ⋯ ω2nθk

⋮ ⋮ ⋮ ⋮
ωn1θk ωn2θk ⋯ βk

（4）

直接效应用式（4）的对角线元素均值
-βk 表示，反映产业协同集聚对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的

影响程度；间接效应（溢出效应）由用（4）的非对角线元素行（列）均值表示，反映的是产业

协同集聚对邻近地区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即产业协同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

四、实证分析

（一）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根据 Tobler［19］地理学第一定律，地区之间绿色创新活动并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创新生产

禀赋流动产生的空间影响。为探索经济变量是否存在空间特征，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
方法被广泛使用，ESDA方法旨在探索空间分布的随机性特征和非随机性特征，包括全局空间相

关性分析和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全局空间相关性分析多采用Moran’s I方法，其公式为：

  Moran’s I = ∑i = 1
n ∑j = 1

n ωij( )xi - x̄ ( )xj - x̄
S2∑i = 1

n ∑j = 1
n ωij

（5）

其中，xi和 xj分别为城市 i和城市 j的观测值（包括绿色创新效率和产业协同集聚），n为城市

总数，ωij为标准化的空间权重矩阵，x̄为各城市观测值的平均数，S2为各城市观测值的方差。

        限于篇幅，本文仅汇报在地理距离矩阵下，2006—2019年产业协同集聚和绿色创新效率的

Moran’s I值及检验结果，具体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产业协同集聚和绿色创新效率的Moran’s I值及检验结果

年    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产业协同集聚（Coagglo）
Moran’s I值

0. 0160***

0. 0200**

0. 0140***

0. 0150***

0. 0160***

0. 0200***

0. 0270***

0. 0320***

0. 0310***

0. 0250***

0. 0250***

0. 0260***

0. 0260***

0. 0410***

t值
3. 2280
2. 2260
2. 9530
3. 1140
3. 2790
3. 8750
4. 9780
5. 8610
5. 6760
4. 7500
4. 6040
4. 8070
4. 7860
7. 2410

P值

0. 0010
0. 0130
0. 0020
0. 0010
0. 001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绿色创新效率（GIE）
Moran’s I值

0. 0090**

0. 0200***

0. 0130***

0. 0240***

0. 0440***

0. 0370***

0. 0470***

0. 0440***

0. 0760***

0. 0700***

0. 0760***

0. 0980***

0. 0910***

0. 0840***

t值
2. 2420
4. 1190
2. 8800
4. 7420
8. 0020
6. 7000
8. 3110
7. 8710

13. 2310
12. 1740
13. 1030
16. 7720
15. 6480
14. 3490

P值

0. 0120
0. 0000
0. 002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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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 可知，产业协同集聚和绿色创新效率的 Moran’s I 值分别介于 0. 0100—0. 0410 和

0. 0090—0. 0980，且均显著为正，这说明两者均存在空间集聚特征。从数值变化来看，产业协同

集聚和绿色创新效率均呈现波动式走强趋势，这说明随着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生产性

服务业与制造业逐渐向中心城市协同集聚，且随着创新型试点城市政策的出台，创新资源也逐渐

向这部分城市转移，空间集聚态势更加明显。

全局Moran’s I值虽可反映经济体空间相关情况，但Arellano和Bover［20］认为，其可能会忽视

空间样本局部的非典型特征，故本文利用局部Moran’s I探究变量局部空间分布情况，其公式为：

  Moran’s I = n ( )xi - x̄ ∑j = 1
n ωij( )xj - x̄

∑i = 1
n ( )xi - x̄ （6）

局部Moran’s I检验结果用散点图表示。由散点图可知，产业协同集聚的Moran’s I散点主要

集中在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这表明“高—高”“低—低”是产业协同集聚的主要格局。随着集

聚经济的发展，Moran’s I散点逐渐从第三象限向第一象限转移，这说明中部城市崛起和西部大

开发战略的有序开展，自身及周边协同集聚水平较低的“洼地”正转变为协同集聚程度较高，同

时还受到周边高协同集聚地区牵引的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城市群，最典型的例子为成渝都市圈。

由绿色创新效率局部Moran’s I散点图可知，绿色创新效率的Moran’s I散点也主要集中在第

一象限和第三象限，这说明具有相同绿色创新效率水平的城市倾向于彼此邻近，存在空间依赖

性。且Moran’s I散点逐渐向第一象限靠近，这说明绿色创新效率离不开大量的资本、人力和创

新技术要素投入，创新资源丰富的地区可以为绿色创新提供良好沃土，同时绿色创新效率较高的

地区技术承接和技术转移能力较强，可以高效吸收先进绿色研发技术，进一步提高绿色创新效

率。因此，如果城市绿色创新已初具规模，其对周边绿色创新落后地区也会形成辐射作用。

（二）空间杜宾模型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静态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4所示。由表 4可知，不论采用何种空

间矩阵，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回归系数分别为 0. 0382、0. 0365和

0. 0445，回归结果方向和系数相似，这说明在考虑空间效应情况下，产业协同集聚可以显著提升

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此外，产业协同集聚的空间滞后项 W×Coagglo 在三类空间权重下均通过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产业协同集聚不仅能促进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的提高，还具有一

定的示范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绿色创新效率也具有正向影响。

表4　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静态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N＝3 990）

变 量

W×GIE
Coagglo

W×Coagglo
Inp

Open
Finance

Dige
Isr
Ais

Facility
Log‐Likelihood

R2

地理距离矩阵

1. 3625*** （51. 4914）
0. 0382** （2. 4999）
1. 2062*** （3. 7479）
0. 1040*** （5. 8295）
0. 0255*** （2. 6144）
0. 0100*** （2. 6972）
0. 3169*** （4. 9995）
-0. 0005（-0. 8453）
0. 0558** （2. 2960）
0. 1928*** （4. 1597）

3 042. 3007
0. 6670

经济距离矩阵

0. 2466*** （7. 9657）
0. 0365** （2. 3809）
0. 1849*** （4. 0599）
0. 0894*** （4. 6454）
0. 0241** （2. 4751）
0. 0077** （2. 0576）
0. 3399*** （5. 3804）
-0. 0003（-0. 4458）

0. 0238（0. 9102）
0. 1669*** （3. 5910）

3 048. 8999
0. 6689

地理经济嵌套矩阵

0. 0060*** （4. 1769）
0. 0445*** （2. 9032）
0. 0110*** （4. 3712）
0. 1246*** （7. 3508）
0. 0222** （2. 2659）
0. 0112*** （3. 0132）
0. 3136*** （4. 9155）
-0. 0006（-1. 0659）
0. 0703*** （2. 9426）
0. 2168*** （4. 6286）

3 044. 4665
0. 6672

注：括号内为 t值，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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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horst ［21］指出，若模型设定中包含全局空间效应，则空间计量模型所得到的估计结果并不

能刻画各变量的边际影响，若想精准反映各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还需要根据模型的点估计结果

做进一步分解。表 5给出了在不同空间权重下影响效应分解结果。由表 5可知，不论是地理距离

矩阵、经济距离矩阵还是地理经济嵌套矩阵，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

应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产业协同集聚不仅对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创新要素流动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也促进了邻近地区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产业协同集聚水

平的提高促进了产品和服务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实现了产业分工精细化。制造业各生产环节被切

分后与适宜的生产性服务业相匹配，强化了两业融合，其经济效果包括：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

与制造业会加深对彼此产品及服务凝结的技术信息的理解和学习，客观上促进了知识溢出；另一

方面，分工细化加速了创新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对流入的区域创新产生溢出作用。因此，产业协

同集聚既能提高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也对邻近地区产生空间溢出效应，H1得证。

以经济距离矩阵为例，产业协同集聚的直接效应为 0. 0406，即产业协同集聚每提升 1%，本

地区绿色创新效率提升 0. 0406%，产业协同集聚的间接效应为 0. 2527，即产业协同集聚每提升

1%，将引起邻近地区绿色创新效率提升 0. 2527%。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 86. 16%以上，这进一步

说明产业协同集聚产生的创新要素流动而引致的空间溢出效应对中国整体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具有

重要作用。观察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发现，总体而言，地理距离矩阵空间溢出效应大于其他两类

空间溢出效应，由此可推测绿色创新资源进行区际配置时更易受到地理邻近度的影响，创新资源

在邻近地区流动速度更快，这有利于形成多主体协同的绿色创新网络，进而提升绿色创新效率。

（三）内生性问题的讨论

SDM模型能解决被解释变量时空滞后项、解释变量空间滞后项及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

题，但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相互影响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无法克服。基于前文理论

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存在空间影响，并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同

时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也会促使产业协同集聚程度的加深，因而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空间联立内生

表5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估计结果

变    量

Coagglo

Inp

Open

Finance

Dige

Isr

Ais

Facility

地理距离矩阵

直接效应

0. 0462***

（2. 9890）
0. 1050***

（5. 7894）
0. 0295***

（3. 1097）
0. 0103***

（2. 7722）
0. 3122***

（4. 9130）
-0. 0006

（-0. 8682）
0. 0557**

（2. 3690）
0. 2013***

（4. 2111）

间接效应

78. 3185***

（3. 8135）
9. 7301**

（2. 4446）
40. 5999***

（3. 9971）
5. 0054*

（1. 8443）
-21. 5923

（-0. 4172）
-0. 0823

（-0. 1195）
-7. 1593

（-0. 5723）
92. 0984*

（1. 7769）

经济距离矩阵

直接效应

0. 0406***

（2. 7306）
0. 0927***

（4. 8079）
0. 0263***

（2. 6716）
0. 0086**

（2. 3100）
0. 3370***

（5. 3284）
-0. 0003

（-0. 5333）
0. 0274

（1. 0736）
0. 1746***

（3. 6085）

间接效应

0. 2527***

（4. 1231）
0. 1751***

（4. 3976）
0. 1303***

（5. 5545）
0. 0416***

（3. 3666）
-0. 2744*

（-1. 6528）
-0. 0005

（-0. 3307）
0. 1648**

（2. 3256）
0. 2822**

（2. 2680）

地理经济嵌套矩阵

直接效应

0. 0462***

（2. 9165）
0. 1257***

（7. 3635）
0. 0225**

（2. 2273）
0. 0115***

（3. 1874）
0. 3136***

（5. 1416）
-0. 0006

（-1. 0655）
0. 0684***

（2. 8122）
0. 2205***

（4. 8721）

间接效应

0. 0086***

（3. 9093）
0. 0033***

（4. 3246）
0. 0010

（1. 3778）
0. 0009**

（2. 2322）
-0. 0017

（0. 0000）
-0. 5541

（0. 1501）
-0. 0043*

（-1. 6798）
0. 0091***

（2. 9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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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问题。本文参考 Han 等［22］ 的做法，选择合适的工具变量，采用动态空间面板系统 GMM
（SGMM）方法，基于经济地理嵌套矩阵对空间杜宾模型（SDM）进行内生性检验。由于 SGMM
模型的宽松假设，工具变量可以选择不随时间变化的外生变量、滞后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

因而本文将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同时加入

地表粗糙度和地面平均坡度与时间滞后变量的交互项作为协同集聚的工具变量进行 SGMM估计，

估计结果如表 6 所示。从 SGMM 适用性检验来看，Arellano‐Bond AR （1） Test 的伴随概率均为

0. 0000，拒绝不存在一阶自相关原假设；AR （2） Test的伴随概率均大于 0. 1000，接受不存在二

阶自相关原假设；Hansen Test的伴随概率均大于 0. 1000，接受工具变量有效原假设，这说明了

本文模型设定和工具变量选择均是合理的。由表 6可知，产业协同集聚的估计系数均为正，分别

为 0. 0817、0. 0681 和 0. 1235，且均通过 5% 水平以上的显著性检验；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

（W×Coagglo）估计结果也显著为正，这反映了产业协同集聚存在空间集聚现象，估计结果大小

和方向与表4一致。这表明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结论依然是稳健的。

（四）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不仅与当期产业协同集聚有关，也取决于上一期绿色创新效

率，即由于存在路径依赖和马太效应，区域间绿色创新效率可能存在时间上的空间动态依存关

系。本文进一步将式 （2） 扩展为含有动态效应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 （Dynamic Spatial Durbin 
Model，DSDM）来验证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模型设定为：

GIEij = φGIEij,t - 1 + δ∑j ≠ i
N ωij GIEij + γ∑j ≠ i

N ωij GIEij,t - 1 + β1Cogggloit + β2Controlsit+ϑ1∑j ≠ i
N ωij Cogggloit +

ϑ2∑j ≠ i
N ωij Controlsit + μi + λt + εit          （7）
其中，φ为时间滞后效应的弹性系数，表示上一期绿色创新效率对本期的影响；γ为时空双

重滞后效应的弹性系数，表示本地区上一期绿色创新效率对邻近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

从整体回归结果来看，经济距离矩阵和经济地理嵌套矩阵① 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及与之对应

的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均显著为正，这说明产业协同集聚对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产生促进作用，

且对邻近地区产生正的空间溢出效应，这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五）异质性分析

⒈基于分时段的异质性检验

由于 2011年是全面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综合试点开展元年，这标志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

加速融合进入快车道。本文将样本分为 2006—2010年和 2011—2019年两个时段，探讨综合试点

工作实施前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7列

① 正文部分省略了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不难发现，经济距离矩阵和地理经济嵌套矩阵的Log‐Likelihood
和R2均优于地理距离矩阵。因此，本部分重点关注经济距离矩阵和地理经济嵌套矩阵的分解结果。

表6　基于SGMM模型的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    量
W×GIE
Coagglo

W×Coagglo
Controls

AR（1） Test
AR（2） Test
Hansen Test

（1）
时间滞后变量

0. 7178*** （15. 5170）
0. 0817*** （2. 7350）
0. 0177** （2. 4514）

控制

0. 0000
0. 2500
0. 8380

（2）
地表粗糙度×时间滞后变量

0. 7257*** （16. 2815）
0. 0681** （2. 3985）
0. 0166** （2. 1280）

控制

0. 0000
0. 2830
0. 8140

（3）
地面平均坡度×时间滞后变量

0. 7421*** （18. 0985）
0. 1235** （2. 0528）
0. 0155** （2. 0614）

控制

0. 0000
0. 2920
0. 7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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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和列（2）所示。①由表 7可知，2006—2010年，产业协同集聚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

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 2010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了《关于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的

通知》后，2011—2019年，产业协同集聚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为正且通过了 5%水平上的显

著性检验，这意味着产业协同集聚不仅促进了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也对邻近地区绿色创

新效率产生了促进作用。这说明 2010年后各地政府在制定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政策

时，会有意跟进或模仿中央产业政策，在中央政府加快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指引下积极促进产

业协同集聚，增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关联，建立区域间协同绿色创新体系。

⒉基于分地区的异质性检验

由于中国各地区发展水平、产业空间布局和经济结构等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将 285个地级市

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三类子样本，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创

新效率的影响是否存在地区异质性，回归结果如表 7列（3）—列（5）所示。由表 7可知，产业

协同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特征。就东部地区而言，产业协同集

聚对绿色创新效率产生了促进作用，估计系数为 0. 0893；而对邻近地区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

应，即虹吸效应。自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城市一直是中国经济活动和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地

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协同集聚带来市场分工细化和专业化，引发创新资源在区域内集

聚和技术效率提升，为绿色创新提供技术支撑。但是其对邻近地区有明显的虹吸效应，一方面，

与邻近地区存在产业空间错配，抑制邻近地区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创新资源

集聚、创新体系健全、产业结构完整、创新环境和谐，对邻近地区创新要素具有吸引力，创新资

本和专业人才呈现“东南飞”的偏好，导致邻近地区绿色创新禀赋持续被东部发达城市吸引，因

而存在虹吸效应。就中部地区而言，中部地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间接效应估计系

数为 139. 9385，是直接效应估计系数的 1 456. 1759倍，这意味着产业协同集聚既能促进本地区

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又能对邻近地区产生极大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中部地区崛起战略背景下，伴

随着以高铁为代表的交通基础设施完善，中部地区成为贯穿南北、东西的“通咽喉”，打破了地

理位置对创新要素的束缚，依托地理优势，中部地区降低绿色创新要素不同区域流动成本，扩大

要素流通范围，促进绿色技术扩散与知识溢出，对邻近地区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就西部地区而

言，西部地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是因为相较于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产业布局存在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制造业结构单一、以粗放式发展为主，高

污染、高排放问题严重，绿色创新能力薄弱。此时若忽视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和技术积累，盲目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不仅不能对当地绿色发展雪中送炭，甚至会雪上加霜，给

本就艰难的产业转型增加不必要的财政负担，进而抑制当地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

⒊基于分行业的异质性检验

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细分行业在空间区位、行业特征和集聚形态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因

而制造业与不同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产生的空间作用很可能存在异质性特征。与前部分相类

似，将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定义为高端

生产性服务业；而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定义为中低端

生产性服务业。本文采用时空双重固定空间杜宾模型估计高端、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集

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如表 7列（6）和列（7）所示。由表 7可知，中低端生产性服务

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间接效应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中低端生

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起抑制作用，但有利于邻近地区绿色创新效

率提升。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并不直接参与绿色创新过程，而是为绿色创新

① 若无特殊说明，异质性检验均以经济地理嵌套矩阵为空间权重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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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和技术提供终端服务，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可以帮助新研发的绿色产品进入邻近地区市场以

获得创新收益。一方面，绿色创新的超额利润可以起到示范效应，刺激邻近地区开展绿色创新活

动；另一方面，这也有利于邻近地区获得新研发产品，加速自身产品突破。

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估

计系数分别为 0. 0114和 0. 0011。这说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本地区和邻近地

区绿色创新效率产生促进作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为绿色创新提供金融和知识支持，就前者

而言，金融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可以优化金融结构安排，使之与高风险产业相匹配，缓解绿色创

新过程中的融资约束，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开展绿色创新项目的企业中有相当数量为成长

型企业，金融业发展可以让他们避免寻求高成本表外融资，也让缺乏被投资机会的绿色创新项目

获得大量贷款，进而保障绿色创新的有序开展。当金融资源发生空间集聚时，一方面，信贷资源

可以源源不断地流向邻近地区；另一方面，金融信息和服务也可以通过信息手段辐射邻近地区。

而信息传输与科技服务业加速了研发要素流动，特别是高素质创新人才城际流动，这有利于绿色

创新知识和创新管理经验跨区域传播，通过知识溢出对邻近地区产生影响。因此，高端生产性服

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既能直接促进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又能对邻近地区产生辐射效应。

（六）拓展分析：空间溢出效应的进一步讨论

为了检验产业协同集聚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区域边界，本文参考孙大明和原毅军［23］

的做法，假设两个城市之间的步长距离为[dmin，dmax ]，τ为 dmin 至 dmax 递进距离，本文选择 25千米

作为递进距离。距离权重矩阵设定为：

  { |ωd d = dmin,dmin + τ,dmin + 2τ,⋯,dmax}   （8）
其中，ωd = [ωij，d ] n × n为空间权重矩阵，ωd进一步变形可得：

  ωd = ì
í
î

1/dij,dij ≥ d
0,     dij < 0                                                                                                                                                       （9）

考虑到本文所选城市样本间最短距离为111. 2千米，故每隔25千米进行空间回归并记录空间

溢出效应系数和对应 t值，直至 812. 2千米。之所以不再记录距离阈值超过 812. 2千米的回归结

果，是因为超过 800千米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会受到省界

影响，且空间溢出效应系数可能会由于极端值干扰而出现白噪声，故本文仅考虑 111. 2—812. 2
千米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如表 8所示。由表 8可知，在 111. 2—812. 2千米距离范围内，空间溢

出效应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产业协同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随地理距离变化大致分为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112. 2—312. 2千米，该区域为产业协同集聚空间溢出密集区，空间溢出效应随

表7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    量

Coagglo

Controls

效    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控制

（1）
时间异质性

2006—
2010年

0. 0460
（1. 3493）

-0. 0038
（-0. 3918）

0. 0422
（1. 1896）

控制

（2）

2011—
2019年

0. 0519**

（2. 3515）
0. 0091**

（2. 4560）
0. 0610***

（2. 7065）
控制

（3）
地区异质性

东部地区

0. 0893***

（36. 2007）
-18. 1883***

（-5. 5429）
-18. 0990***

（-5. 5152）
控制

（4）

中部地区

0. 0961***

（4. 9585）
139. 9385***

（3. 7058）
140. 0346***

（3. 7079）
控制

（5）

西部地区

-0. 0150
（-0. 4250）

60. 4220
（0. 8665）

60. 4070
（0. 8662）

控制

（6）
行业异质性

中低端

-0. 0471** 
（-2. 3297）

0. 0096*** 
（2. 8217）
-0. 0375* 

（-1. 8231）
控制

（7）

高端

0. 0114***

（3. 0888）
0. 0011*** 
（2. 6185）
0. 0125***

（3. 3618）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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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而急速增加，于 312. 2千米达到最大值为 0. 0559，累计攀升 14. 1%，这表明在

中心—外围城市格局下，处于外围的普通城市在参与绿色创新研发分工与合作时承接中心城市绿

色创新禀赋流动和隐性环保知识传递，发挥协同绿色创新作用，因而空间溢出效应较强。第二阶

段，312. 2—687. 2千米，空间溢出效应系数从 0. 0559下降至 0. 0416，累计下跌 25. 9%，该范围

为溢出效应衰退区。从地理范围看，312. 2千米为省界或城市群最大覆盖范围，产业协同产生的

创新资本、人力资本和信息的网络传递效应会因为城市群空间根植性、离开城市经济体导致的知

识传递边际成本陡增而不断衰减。第三阶段，687. 2千米之外，此时空间溢出效应系数呈现白噪

声波动，余泳泽等［24］认为，这是由于空间矩阵中空间单元过少而导致的结果不稳健。H2得证。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06—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和地理经济嵌

套等多种空间权重矩阵设定时空双重固定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创新效

率的促进作用、空间溢出效应和溢出边界形成机理，得到以下主要结论：首先，产业协同集聚对

绿色创新效率既具有直接促进作用，也会对邻近地区产生空间溢出效应，涓滴效应占总效应的

86. 16%，空间溢出效应是产业协同集聚促进作用的主要来源。其次，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创新

效率的空间影响存在时间、地区和行业异质性。就时间异质性而言，在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前，

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试点政策的全面推广产生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

应。就地区异质性而言，东部地区存在虹吸效应，中部地区存在涓滴效应，西部地区既不存在虹

吸效应也不存在涓滴效应。就行业异质性而言，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并不能直

接影响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但会对邻近地区产生涓滴效应；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

聚既能提高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又能辐射邻近地区。最后，产业协同集聚存在地理衰减边界，

范围为112. 2—687. 2千米，在312. 2千米处促进效果达到最大值。

根据上述结论，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重视绿色创新活动的空间关联，搭建区域绿色创新协同平台。针对处于“低—低”区

域的城市，为避免路径依赖而长期锁定于低效率状态，可以挖掘区域内部分具有创新基础和发展

潜力的城市，打造成辐射周边的增长极城市，而后通过乘数效应和扩散效应对邻近地区起到带动

作用；针对处于“高—低”“低—高”区域的城市，政府应该积极实施“富邻”政策，开展区域

间高质量合作，化虹吸效应为涓滴效应，实现落后省份赶超。其次，强化产业协同集聚空间溢出

效应，打破要素流动空间阻隔的藩篱。一方面，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在集聚区内部构造相对完

表8　产业协同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系数与距离关系

阈    值
112. 2
137. 2
162. 2
187. 2
212. 2
237. 2
262. 2
287. 2
312. 2
337. 2

系    数
0. 0490***

0. 0493***

0. 0491***

0. 0499***

0. 0497***

0. 0501***

0. 0530***

0. 0558 ***

0. 0559***

0. 0490***

t值
3. 1463
3. 1653
3. 1594
3. 1825
3. 1953
3. 2134
3. 4036
3. 5816
3. 5754
3. 1380

阈    值
362. 2
387. 2
412. 2
437. 2
462. 2
487. 2
512. 2
537. 2
562. 2
587. 2

系    数
0. 0485***

0. 0482***

0. 0483***

0. 0479***

0. 0476***

0. 0471***

0. 0471***

0. 0467***

0. 0471***

0. 0460***

t值
3. 1168
3. 0905
3. 1132
3. 0838
3. 0502
3. 0155
3. 0480
2. 9323
3. 0470
2. 9435

阈    值
612. 2
637. 2
662. 2
687. 2
712. 2
737. 2
762. 2
787. 2
812. 2

系    数
0. 0452***

0. 0451***

0. 0436***

0. 0416***

0. 0435***

0. 0402**

0. 0403***

0. 0394**

0. 0411***

t值
2. 8806
2. 8865
2. 7991
2. 6575
2. 7756
2. 5454
2. 5650
2. 4937
2. 6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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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产业链、创新链，实现各区域间创新链有效对接，进一步扩大产业协同集聚的知识扩散能

力；另一方面，采用行政手段打破行政区域的行政阻隔，实现创新要素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流

动。最后，实施产业错位化发展战略，优化协同布局。东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的溢出效应往往通

过产业转移和产业合作实现，这既能缓解东部地区可能存在的拥挤效应，也能实现中西部一体化

发展，有助于产业协同集聚空间溢出效应突破边界范围，带动整个区域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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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Collaborativ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From Perspective of Spatial Spillover

CHANG Zhe‐ren1, ZHENG Meng2

(1.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Trade, Jiangs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210004, China;
2. Management College,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China)

Summary：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seeking a “harmonious symbiosis”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is not only an inherent need for China to take the road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ut also a responsibility for China to actively respond to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and improve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with further specialization of China’s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located at both ends of the 
value chain, the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has gradually divested from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evolved into the 
new business form driven by both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not only profoundly changing 
China ’s industrial spatial layout, but also accelerating the extension of the value chain, restructuring and upgrading 
as a whole. However, it remains to be further verified whether synergistic agglomeration can promote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Based on the data of 275 prefecture ‐ level and above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6 to 2019,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collaborativ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urban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spillover by using the spatial Durbin model. It is found that both collaborativ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 China are characterized by obvious spatial agglomeration. Collaborativ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not 
only significantly improves local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but also generate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n neighboring 
regions. However,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is characterized by geographic attenuation, with 312.2 km as the intensive 
spatial spillover area and 687.2 km as the geographic threshold of spatial impact. The spatial impact of collaborativ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is temporally heterogeneous, regionally heterogeneous and 
industrially heterogeneous.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Pilot Program for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collaborativ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has no promotion effect on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and the pilot policy has a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after its full promotion. There is a siphon effect in the eastern region, a trickle ‐down effect in the 
central region, and no siphon and trickle ‐ down effects in the western region. Different types of productive services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ha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n neighboring regions, and the collaborative agglomeration of low‐end 
and middle‐end productive services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does not directly affect local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but the matching of high ‐ end productive services and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local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Key words：collaborativ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 spatial Durbin model ； geographic 
attenuation bou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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